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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 于 考 虑“ 能 源 消耗 ” 与 “ 环境污 染 ” 的 超 效率 SBM 模 型 , 采 用全 局 参 比的

Glob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中国 283 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 3.5%、1.2%和 2.3%的速度增长,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

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贡献相对不足;(2)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

术进步差异是GTFP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

性;(3)超大及特大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 GTFP

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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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目标,而是重点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可持

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的高度统一。与此同时,无论从资源环境的总量约束还是结构性约束看,我

国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凸显,“绿色发展”是时代对经济增长的新诉求,也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强调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对

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因此,考虑了能源投入与环境污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新指标。提升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意味着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是资源环境约束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测算我国城市层面的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客观评价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差异,有利于从城市维度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事实基础,

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研究方法上,构建非期望产出—超效率 SBM 模型,结合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 Globe-Malmquist- 

Luenberger(GML)指数,科学地解决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的变量松弛、有效 DMU可区分性、跨期可比较等关键问题,确保了

测算结果的稳健性。(2)数据选取上,相较于省级层面数据,城市数据能更真实客观地反映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异质性,

因而测算我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弥补了城市层面相关研究的不足,从城市层面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提供了

事实基础。(3)研究视角上,从总体特征、区域差异、不同城市规模层级、不同城市行政层级 4 个维度考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时空特征,有利于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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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关于生产率和效率的测算方法,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基础上的Malmquist指数法,被广泛运用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研究。为测算资源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学者们将能源资源消耗产生的“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DEA测算框架中。

首先,从 DEA效率测算方法的距离函数看,Färe等[1]提出了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有效解决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

价问题,但该方向距离函数没有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变量松弛问题,估算结果存在偏差。为克服上述缺陷,Tone[2]首先提出了基于

松弛测度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 SBM(slacks-basedmeasure)模型。尽管非期望产出—SBM 模型在绿色效率的

测算中被广泛应用,但该模型所测算的效率值介于0和1之间,无法对效率值等于1的有效单元进行进一步区分,而一般超效率SBM

模型又未考虑非期望产出,现有相关文献同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和“超效率”的研究较少。其次,Malmquist指数法本身是基于

投入导向型或产出导向型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 TFP,不能对称处理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对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不平衡

处理会扭曲实际经济绩效评价。鉴于此,Chung 等[3]提出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 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可以测度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形式上不满足可传递性与可循环性要求,在测度跨期距离函

数时难以克服线性规划无解问题,直到 Oh[4]提出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方法,成功规避了线性规划无解难题,

同时满足了可传递性的要求。 

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样本选取看,现有研究主要从省际层面或产业层面展开,而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研究相对较少。

王兵等[5]、匡远凤和彭代彦[6]、吴翔[7]、谭政和王学义[8]、李卫兵和梁榜[9]、杨志江和文超祥[10]等基于省级层面数据测算中国绿色

效率和生产率。具体而言,王兵等[5]、匡远凤和彭代彦[6]测算了我国 30个省份包含环境因素的生产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吴

翔[7]测算并比较了中国三大区域及省际内的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谭政和王学义[8]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中国

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的绿色软技术和硬技术,发现两种偏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同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李卫兵和梁榜
[9]
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省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三大区域内的溢出效应,认为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在相邻省份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且东部最大,中部次之。杨志江和文超祥[10]使用跨期生产前沿 SBM模型测算并分

析了1999—2012年省际绿色发展效率,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绿色发展效率“先降后升”且 2006年后东部与中西部的绿色效率开始

出现两极分化格局。也有学者基于产业层面测算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 TFP,具体而言,陈诗一[11]从行业角度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

算 38 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杨文举在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框架下基于中国工业数据,采用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分解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劳动生产率,认为忽视非期望产出会低估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贡献[12]。岳鸿飞等[13]基于SBM 模

型和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我国 2006—2015年 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工业GTFP的年均增

速为 0.356%,技术创新是其主要驱动因素。 

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研究视角看,主要聚焦于生产率增长趋势特征和生产率增长动力来源两方面。首先,文献中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的研究结论包括“增长论”和“倒退论”。在“增长论”中,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的几何年

均增长率也存在明显高低差异[14-17],其中,部分学者认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增长速度呈现变缓趋势[17-19]。“倒退论”观点则

主要来自于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认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增长现象[20]。其次,关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多数学者指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17-18,21-23],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效率改进[16,24]。 

综上所述,由于测算方法和样本选取的差异,现有相关研究结论尚未形成共识。一方面,在测算方法上,绝大多数文献基于包

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和 ML 指数方法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 SBM、超效率和 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GML)指数方法的研究较少,因而未能同时解决变量松弛、有效DMU 可区分性、跨期可比较三大关键问题,影响了测算

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的区域尺度聚焦于省际层面,鲜有来自城市层面的证据。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分

析城市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 

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与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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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非期望产出—超效率 SBM 模型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仍属于标准效率模型,测得的效率值小于或等于 1,无法对ρ=1的有效 DMU 进行进一步区分。而

在超效率SBM模型中,允许有效DMU的效率值大于1,从而可以对有效DMU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因此,为同时考虑“非期望产出”

与“超效率”,结合非期望产出—SBM 模型和超效率 SBM 模型,借鉴 Li&Shi[25]的方法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模

型假设城市的生产活动是通过多种生产要素投入得到多种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依据环境技术框架,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生

产可能性集,进而由历年每个城市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来设定最优的生产技术前沿面。定义测度绿色经济效率的环境技术集合即生

产可能性集为: 

 

式中：每个城市的投入产出模式对应 m种投入、s1种期望产出和 s2种非期望产出。X表示 m维投入向量，Yg表示 s1维期望产

出，Yb表示 s2维非期望产出向量，分别符合 。其中，X、Yg符合强

可处置性条件，Yb 符合弱可处置性条件。λ=(λ1,λ2,λL)表示 L 维权重向量。(L=1,μ=1)表示生产绿色技术规模报酬可变

（VRS);(L=0,μ=∞)表示生产过程规模报酬不变（CRS）。过度投入以向量 表示， 表示非期望产出过多， 表

示期望产出不足。根据超效率 SBM 模型可推导出非期望产出—超效率 SBM 模型，模型构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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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被评价单元投入产出的投影值（目标值），而 则为相应的原始值。 

2.2 Globe-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同时考虑了实际生产与生产前沿面的相对关系(效率变化),以及每个单元生产前沿面边界的变化(技

术进步)两个方面。全局参比的 Globe-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是将所有各期的总和作为参考集,具有跨期可比较的优点。可

将 GML 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GTC)和技术效率指数(GEF): 

 

式中:xt、yt表示被评价单元在 t期的投入产出数值,Eg、Et分别表示全局前沿和前沿 t期的效率值。 

在非参数框架下,本文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 效率测度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一个非角度、非径向的MPI,公式为: 

 

式中： 测度城市由 T到 T+1 时期绿色 TFP 的变动。 别表示城市在 T、T+1时

期的效率值; 是基于全局各期生产技术和T时期投入产出值的效率值； 是基于全局各期生产技术和T+1

时期投入产出值的效率值。 反映了前沿 T+1 与全局前沿的接近程度， 反映了前沿 T 与全局前沿的接近程度。

若 ，表明绿色 TFP没有变化；若 表明绿色 TFP退步；若 ，表明绿色 TFP提高。 

3 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说明 

3.1 变量设定 

3.1.1 投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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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投入。 

选择各城市全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总和代表劳动投入。 

(2)资本投入。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Goldsmith 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Kit=(1-d)Ki,t-1+Iit,其中 i 和 t 表示地区和年份,K、I 分别表示资

本存量和新增社会固定资产投资,d 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城市资本存量时主要涉及当期投资指标的选择、

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折旧率的选择和投资平减四个问题。投资指标选择城市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并用所在省份历年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本文采用单豪杰
[26]
的算法,折旧率设定为10.96%。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Hall&Jones

[27]

的做法,用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和折旧率之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 gi为一段时间内实际投资的几何平均增长

率。 

(3)能源投入。 

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选取“煤炭消费量”或“石油消耗量”衡量能源投入,然而城市层面上煤炭

与石油等能源数据没有统计,且煤气、液化石油气数据严重缺失,故本文采用全社会用电量做为城市能源投入的代理指标。 

3.1.2 产出指标 

(1)期望产出。 

产出指标由城市全市实际 GDP 表示,以 2003 年为基期,根据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历年 GDP 指数算得 GDP 平减指数,进而对各个

城市历年名义 GDP进行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2)非期望产出。 

参考涂正革[28]对省级层面的相关研究,本文以城市全市工业 SO2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于我国大多数地级市 2003年以前的相关数据严重缺失,本文选取的样本是 2003—2016 年中国 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

板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 2011—2013年,国务院撤销了安徽省的

地级市巢湖,在贵州省将毕节和铜仁升级为地级市,在海南设立三沙市并在青海设立海东市,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涉及的城

市是除西藏自治区、巢湖市、毕节市、铜仁市、三沙市、儋州市、海东市、陇南市和中卫市之外的中国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个别城市的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补充。投入产出指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所示。 

4 测算结果与分析讨论 

4.1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总体特征与时间趋势 

利用 MaxDEA7Ultra 软件,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与全局参比的 GML 指数方法,测算我国 2004—2016 年 283

个城市的历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成分。下面从各城市 GML指数几何年均增长率、城市 GML指数增长类型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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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GML指数及其分解项时序变化、城市 GML指数增长源泉分类统计等四个方面分析城市 GTFP变化的总体特征与时间趋势。 

(1)中国 283 个城市 2004—2016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析。 

表 2 所示为我国 283 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几何均值。由样本期间城市 GML 指数几何均值看,我国 228

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改善,占比达到样本城市总数的 80.5%,说明我国大部分城市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全国城市整体层面看,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 2004—2016 年,年均上升了 3.5个百分点。全国城市

中,北京市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城市,其 GML 指数几何平均变化率达到 1.154,其次是三亚的 1.135 和长沙的 1.122。

另一方面,GML 指数年平均下降程度最大的城市依次是汕尾市、宁德市和巴中市,下降幅度分别为 8.5%、7.9%和 6.4%。 

(2)城市 GML 指数增长类型分类统计。 

对历年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程度进行分类统计,划分为高增长率城市(GTFP 变化量≥20%)、中速增长率城市

(10%≤GTFP 变化量<20%)、低增长率城市(0%≤GTFP 变化量<10%)和负增长率城市(GTFP 变化量<0%)4 种类型,不同时间点 4 种类

型城市的统计分布情况见表 3所示。从负增长率城市的个数变化看,可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 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

的城市多达140个,2006—2008年这一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相应数目下降至2007年的100个及2008年的76个,可能的原因是2000

年后我国加入 WTO成为世界大工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而 2006 年国家加大环境规制和节能减排力度,促使部分污染型企业或减

产退出市场,或迫于倒逼机制而加大对绿色技术的使用,从而改善了绿色效率。第二阶段为 2009—2011 年,GTFP 负增长率的城市

数量反弹至 136 个,可能的原因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9 年政府出台 4 万亿元投资项目对抗经济硬着陆风险,导致一批

经济增长见效快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卷土重来。第三阶段为2011—2016年,GTFP负增长率城市数量在2012年降至80个,2016

年降至 53个,这得益于“十二五”规划重点强调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政策目标。微观层面上,较强的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了企

业排污成本,倒逼企业生产流程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与减排技术创新。宏观层面上,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环境友好型的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积极布局战略新兴产业。低增长率城市与负增长率城市的数目变化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关系,而中速增长率城市数量的变

化幅度不大,基本趋势同以上各时段情况一致。高增长率城市数量主要在 2012年以后显著增加,2016 年达到 88个,说明在这一阶

段国家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和环境规制卓有成效,创新驱动政策是正向激励,而环境规制则是反向倒逼,自主创新和环境规制的

双轮驱动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改善。 

表 1投入产出指标描述性统计 

指标 变量 单位 观察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投入指标 

劳动力投入 万人 3962 90.61129 129.6657 5.583 1729.076 

资本存量 万元 3962 29600000 43500000 510280.6 530000000 

能源投入 万千瓦时 3962 729566.9 1277758 2248 14900000 

期望产出 实际 GDP 万元 3962 11300000 17200000 317731 218000000 

非期望产出 

工业 SO2排放量 万吨 3962 58512.26 59226.24 2 683162 

工业废水排放量 吨 3962 7472.749 9602.261 7 91260 

工业烟尘排放量 吨 3962 33076.27 120827.7 34 516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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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4—2016 年中国 283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几何均值 

地区(GML) 地区(GML) 地区(GML) 地区(GML) 地区(GML) 地区(GML) 

北京(1.154) 吉林(1.031) 马鞍山(1.052) 菏泽(1.076) 佛山(1.067) 雅安(1.060) 

天津(1.097) 四平(1.059) 淮北(1.048) 郑州(1.049) 江门(0.967) 巴中(0.934) 

石家庄(1.068) 辽源(1.086) 铜陵(1.069) 开封(1.006) 湛江(1.045) 资阳(1.023) 

唐山(1.054) 通化(1.010) 安庆(1.028) 洛阳(1.038) 茂名(1.037) 贵阳(1.017) 

秦皇岛(1.052) 白山(1.061) 黄山(1.004) 平顶山(1.020) 肇庆(0.985) 六盘水(1.032) 

邯郸(1.028) 松原(1.102) 滁州(0.955) 安阳(1.034) 惠州(0.991) 遵义(1.038) 

邢台(1.030) 白城(1.052) 阜阳(0.988) 鹤壁(1.031) 梅州(1.073) 安顺(1.006) 

保定(1.016) 哈尔滨(1.065) 宿州(0.965) 新乡(1.052) 汕尾(0.915) 昆明(1.026) 

张家口(1.069) 齐齐哈尔(1.025) 六安(0.984) 焦作(1.046) 河源(1.016) 曲靖(0.988) 

承德(1.046) 鸡西(1.008) 亳州(0.981) 濮阳(1.035) 阳江(0.995) 玉溪(0.996) 

沧州(1.058) 鹤岗(1.017) 池州(1.041) 许昌(0.999) 清远(1.048) 保山(0.999) 

廊坊(1.025) 双鸭(1.016) 宣城(0.971) 漯河(1.011) 东莞(0.981) 昭通(0.985) 

衡水(1.013) 大庆(1.025) 福州(0.999) 三门峡(1.053) 中山(1.042) 丽江(0.996) 

太原(1.084) 伊春(1.003) 厦门(0.999) 南阳(1.021) 潮州(0.994) 普洱(1.024) 

大同(1.050) 佳木斯(1.020) 莆田(0.980) 商丘(1.025) 揭阳(0.941) 临沧(0.984) 

阳泉(1.049) 七台河(1.014) 三明(1.035) 信阳(1.035) 云浮(1.015) 西安(1.072) 

长治(1.062) 牡丹江(1.013) 泉州(0.982) 周口(1.019) 南宁(1.026) 铜川(1.051) 

晋城(1.028) 黑河(1.007) 漳州(0.970) 驻马店(1.002) 柳州(1.034) 宝鸡(1.062) 

朔州(1.067) 绥化(1.017) 南平(0.996) 武汉(1.071) 桂林(1.024) 咸阳(1.067) 

晋中(1.027) 上海(1.098) 龙岩(1.021) 黄石(1.014) 梧州(1.018) 渭南(1.018) 

运城(1.044) 南京(1.048) 宁德(0.921) 十堰(1.009) 北海(1.021) 延安(0.988) 

忻州(1.057) 无锡(1.001) 南昌(1.006) 宜昌(1.024) 防城港(0.990) 汉中(1.049) 

临汾(1.012) 徐州(1.041) 景德镇(1.030) 襄阳(1.022) 钦州(1.017) 榆林(1.082) 

吕梁(1.023) 常州(1.018) 萍乡(1.028) 鄂州(1.016) 贵港(1.027) 安康(1.058) 

呼和浩特(1.082) 苏州(1.002) 九龙(1.051) 荆门(1.013) 玉林(1.028) 商洛(1.005) 

包头(1.086) 南通(1.014) 新余(1.087) 孝感(0.966) 百色(1.055) 兰州(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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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1.063) 连云港(1.036) 鹰潭(1.062) 荆州(0.984) 贺州(0.989) 嘉峪关(1.025) 

赤峰(1.069) 淮安(1.028) 赣州(1.024) 黄冈(0.997) 河池(1.053) 金昌(1.002) 

通辽(1.040) 盐城(0.988) 吉安(0.979) 咸宁(1.000) 来宾(1.027) 白银(1.038) 

鄂尔多斯(1.068) 扬州(1.027) 宜春(0.984) 随州(1.013) 崇左(1.056) 天水(1.024) 

呼伦贝尔(1.042) 镇江(1.038) 抚州(0.982) 长沙(1.122) 海口(1.040) 武威(1.003) 

巴彦卓儿(1.035) 泰州(0.994) 上饶(0.995) 株洲(1.050) 三亚(1.135) 张掖(1.041) 

乌兰察布(1.052) 宿迁(0.969) 济南(1.011) 湘潭(1.053) 重庆(1.060) 平凉(0.998) 

沈阳(1.046) 杭州(1.048) 青岛(1.064) 衡阳(1.015) 成都(1.045) 酒泉(1.017) 

大连(1.092) 宁波(1.032) 淄博(1.054) 邵阳(0.980) 自贡(1.010) 庆阳(1.017) 

鞍山(1.017) 温州(0.993) 枣庄(1.061) 岳阳(1.005) 攀枝花(1.027) 定西(1.004) 

抚顺(1.008) 嘉兴(1.011) 东营(1.101) 常德(1.000) 泸州(1.001) 西宁(1.074) 

本溪(1.019) 湖州(1.019) 烟台(1.056) 张家界(1.082) 德阳(1.007) 银川(1.078) 

丹东(1.036) 绍兴(0.985) 潍坊(0.963) 益阳(1.031) 绵阳(1.042) 石嘴山(1.058) 

锦州(1.004) 金华(0.987) 济宁(1.062) 郴州(1.020) 广元(1.006) 吴忠(1.012) 

营口(1.049) 衢州(1.049) 泰安(1.048) 永州(1.013) 遂宁(1.024) 固原(1.006) 

阜新(1.030) 舟山(1.064) 威海(1.025) 怀化(1.009) 内江(1.003) 乌鲁木齐(1.033) 

辽阳(1.054) 台州(1.014) 日照(1.027) 娄底(1.057) 乐山(1.032) 克拉玛依(1.009) 

盘锦(1.018) 丽水(1.013) 莱芜(1.041) 广州(1.087) 南充(1.007) 

几何平均值 1.035 

铁岭(1.050) 合肥(1.055) 临沂(1.013) 韶关(1.070) 眉山(1.017) 

朝阳(1.038) 芜湖(1.032) 德州(1.070) 深圳(1.080) 宜宾(1.063) 

葫芦岛(1.021) 蚌埠(1.049) 聊城(1.083) 珠海(1.027) 广安(0.960) 

长春(1.020) 淮南(1.047) 滨州(1.010) 汕头(1.009) 达州(0.957) 

 

表 3主要年份城市 GTFP增长类型个数统计 

年份 负增长率城市/个数 低增长率城市/个数 中速增长率城市/个数 高增长率城市/个数 

2004 140 89 30 24 

2006 100 116 4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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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96 107 45 35 

2008 76 100 70 36 

2010 102 110 43 28 

2011 136 92 26 29 

2012 80 116 45 42 

2016 53 92 50 88 

 

(3)城市 GML 指数及其分解项的时序变化趋势。 

中国城市 2004—2016 年历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ML 指数及其分解指标 GEC指数、GTC 指数见表 4所示。GML、GTC 和 GEC 指

数的几何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3.5%、2.3%和 1.2%,且 2007年后 GML 指数和GTC 指数始终大于1,而 GEC指数在 1上下小幅波动。由

此可见,样本期内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相对较小。这与近年来创新驱动背

景下我国专利数量激增,技术进步成效显著,但发明专利市场转化率不高的事实基本一致。究其原因,技术创新、投资规模和投入

产出率共同决定发明专利的市场转化率,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高市场风险导致创新成果产业转化率低,即使技术进步明显,但应

用转化率和投入产出率低使得技术效率增长乏力。这意味着,创新驱动战略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同时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建设,降低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机会成本,促进绿色技术成果产业化,拓展技术效率的改进空间。 

进一步,分阶段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指数的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2004 年和 2005 年 GML 指数显示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负增长,源于这一阶段我国凭借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粗放发展模式

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2006 年作为“十一五”开局之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增长,同比增长 2个百分点,技术效率显

著提升的同时技术进步变化却出现倒退。可能的原因是,2006年政府出台多项环保法律法规,而短期内技术进步难以奏效,故而地

方政府和企业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重点放在了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上,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使城市经济的实际投入产出模式向自

身的生产技术前沿面靠近。2006 年到 2008 年城市 GML 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持续上升,环境管制政策逐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然而,2009 年这一正向增长趋势开始回落并持续至 2011 年,原因在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期望产

出下降,为保增长稳经济,2009 年我国实施了为期 2 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在 4 万亿投资及其强有力货币乘数效应作用下,地方快速

上马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投资领域多为基础设施,重工业比例再次加大,中国经济 GDP“保八”任务得以完成,却也带来了产能过

剩和环境污染。“十二五”期间我国开始实施“绿色发展指标”这一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标,促使各地政府在重

视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代价,加之“十二五”期间国家大力倡导创新驱动战略,使得2011年后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再次提高,2012 年三项指标恢复到 2009 年前的水平。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6 年城市 GML 指数和 GTC

指数均上升至样本期内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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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4—2016 年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标 

(4)城市 GML 指数增长源泉分类统计。 

表 4 2004—2016 年中国 283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 

指

数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均值 

GML 0.967 0.998 1.020 1.042 1.057 1.030 1.026 1.018 1.056 1.039 1.037 1.049 1.130 1.035 

GEC 1.005 0.961 1.135 1.017 0.997 0.998 1.021 0.981 1.010 0.995 1.011 1.007 1.020 1.012 

GTC 0.962 1.038 0.899 1.025 1.060 1.032 1.005 1.037 1.045 1.044 1.026 1.072 1.109 1.023 

 

表 5 2004—2016 年城市 GTFP 几何平均值指标统计 

指标 大于 1(城市个数) 占比/% 

GML 指数 228 80.6 

EC 138 48.8 

TC 247 87.3 

GTFP 改善总数 228 — 

EC 122 53.5 

TC 209 91.7 

EC＞1且 TC＞1 103 45.2 

GTFP 下降总数 53 — 

EC＞1 1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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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 37 69.8 

 

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角度,对 2004—2016 年城市 GTFP 几何均值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城市 EC 指数和 TC 指数变化情

况的分类结果见表 5。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包括代表“绿色硬技术”的技术进步和表征“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提升,

二者的交互效应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其中“绿色硬技术”是通过技术自主创新或技术引进模仿的方式使得城市的生

产可能性前沿面向更高方向外推,实现“增长效应”。而“绿色软技术”则往往是在即有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基础上,宏观上通过

制度创新、政策激励,微观上通过技术管理模式创新等“软技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绿色技术的产业化能力,推进现实的投

入产出模式向“最佳生产前沿面”逼近。由表 5 的统计数据可知,2004—2016 年全国有 87.3%的城市实现了技术进步增长率提

升,48.8%的城市技术效率得到改善。一方面,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到改善的 228 个城市看,其中有 122 个城市的技术效率

变化率正向增长,209个城市的技术进步变化率正向增长,103个城市的EC指数和TC指数同时大于1,说明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

化正向增长的城市中仅有 19 个城市是单纯源于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而有 106 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仅源于技术进步

的贡献。另一方面,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恶化的 53个城市中,有 69.8%的城市技术进步变化率正向增长,仅有 26.4%的城

市绿色技术效率改善,说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负增长的症结在于技术效率改进明显不足。总之,GML 指数增长主要是技术

进步变化的贡献,而技术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对不足,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主要得益于表征“最佳实

践者”的生产前沿面改进,然而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利用效率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这与上文的时序变化图中得

出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佐证了城市绿色转型的技术创新潜力得到了明显

提升,但城市绿色转型“软环境”的改善尚需进一步加强。 

4.2 分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异质性分析 

将 283 个城市按东、中、西三大区域分组,三大区域城市历年绿色 GML 指数及其分解项见表 6。三大区域绿色 GML 指数的变

化趋势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发展阶段,且近年来有趋同趋势。然而不同区域绿色 GML指数发生明显增长变化的时间点

存在差异,说明东、中、西区域内城市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可能不同。总体上 GTFP 增长幅度东部>中部>西部,其中中部和西部GTFP

增长差距较小。总体层面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在 2006 年呈现绿色转型发展。2006—2008 年,三大区域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东部城市绿色GML指数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中部。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5

年实现正向增长,时间上比全国平均水平提前 1年。2009—2011 年,中西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下降趋势,而东部 GML指数

的下降趋势相对平缓。2011 年后,三大区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到样本期末 2016 年三大区域 GML 指

数增长差距再次缩小。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看,东部城市绿色 GML指数领先依靠的是技术进步。技

术进步变化仍然是各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变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贡献不足。这意味着,如果技术进步成果未能有效转换为企业绿色制造能力,则可能产生技术创新投入对其他实际生产投

入的“挤出效应”,弱化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 6 2004—2016 年城市绿色 GML指数及其成分的区域比较 

年份 

GML 指数 EC 成分 TC 成分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4 0.983 0.965 0.952 1.004 1.007 1.006 0.981 0.958 0.944 

2005 1.010 0.987 0.996 0.970 0.955 0.957 1.046 1.033 1.035 

2006 1.036 1.009 1.014 1.058 1.202 1.148 0.983 0.837 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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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065 1.030 1.028 1.025 1.018 1.007 1.047 1.009 1.016 

2008 1.077 1.053 1.037 1.012 0.998 0.977 1.069 1.053 1.058 

2009 1.055 1.023 1.007 1.024 0.986 0.981 1.035 1.029 1.031 

2010 1.051 1.018 1.005 1.028 1.002 1.036 1.027 1.012 0.970 

2011 1.025 1.016 1.012 0.969 0.982 0.997 1.058 1.034 1.015 

2012 1.046 1.057 1.066 0.997 1.019 1.016 1.050 1.038 1.049 

2013 1.039 1.042 1.036 0.994 1.002 0.991 1.045 1.040 1.044 

2014 1.032 1.030 1.051 1.004 1.009 1.023 1.030 1.021 1.027 

2015 1.047 1.041 1.064 1.021 0.983 1.019 1.065 1.101 1.045 

2016 1.139 1.127 1.123 1.026 1.019 1.014 1.110 1.106 1.108 

几何均值 1.046 1.030 1.029 1.010 1.013 1.012 1.042 1.020 1.015 

 

区域差异形成机制分析。从传统经济地理学角度看,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具有区位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存在空间上的非平衡初

始制约因素。仅依靠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财政支持,而缺乏促进区域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制度型政策工具,仍然难以在短期内转

变其粗放式的生产模式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故而三大区域存在人力资本积累差异、技术创新差异、技术溢出差异、工业化城市

化差异。东部地区尤其是三大城市群城市之间,在研发和生产加工方面形成了有效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和高

端服务业的聚集区。而中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协作程度偏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于东部,投资主体相对单一,低碳高技术

产业发展不足,难以通过有效的市场力量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1999 年我国有色、钢铁和能源等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能

源消耗与城市工业三废排放,多年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实现了 GDP 高速增长,却忽视了资源环境代价。伴随 2000 年开始实施的“西

部大开发”和 2006年“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东部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加重了中西部地区节能减

排压力,中西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而东部凭借基础设施、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前置性的区位优

势,承接国外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在东部集聚,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06 年国家开始重视节能减排,并在

各地区节能减排责任体系下制定相应的约束性目标,但这一阶段我国制定的节能减排政策具有地区非对称性特点,在区域间非均

衡化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使得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东部地区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在倒逼东部发达地区

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间和产业内升级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城市转移。梯度差异化环境规制背景下的区域间产业

转移致使中西部城市承受了更大的环境负外部性,使得这一阶段东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这说明提升中

西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注重技术、信息和人才在中西部城市集聚的同时,限制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引导高新技术

产业特别是战略新兴型产业在中西部区域发展。2009—2011 年,三大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但中西部绿色 GML 指数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东部。究其原因,2008 年金融危机后国家 4 万亿投资计划的大量资金进入中西部,然

而在欠发达地区生产模式、管理体系和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的背景下,以保增长为目的的投资加剧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产能过剩,

进一步抑制了城市绿色转型的进程。“十二五”期间,随着五年规划不断推进,各级政府把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和节能减排

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各区域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三大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差异。 

4.3 城市层级体系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异质性分析 

我国 2004—2016 年不同层级城市历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统计结果见表 7、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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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4-2016 年不同层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比较 

年份 

不同人口规模城市 不同城市等级体系 

中小城市 Ⅱ型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超大及特大城市 地级城市 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 

2004 0.983 0.943 0.987 1.014 0.961 1.008 1.003 1.016 

2005 1.011 0.979 0.990 1.016 0.992 1.056 1.013 1.065 

2006 1.013 1.017 1.038 1.096 1.014 1.071 1.066 1.102 

2007 1.028 1.050 1.065 1.073 1.037 1.064 1.073 1.081 

2008 1.046 1.064 1.074 1.078 1.060 1.067 1.042 1.058 

2009 1.037 1.022 1.027 1.041 1.026 1.042 1.037 1.051 

2010 1.031 1.020 1.022 1.039 1.024 1.024 1.053 1.060 

2011 1.026 1.010 1.014 1.018 1.019 1.010 1.016 1.020 

2012 1.051 1.060 1.076 1.043 1.054 1.079 1.043 1.045 

2013 1.032 1.038 1.064 1.087 1.035 1.047 1.078 1.090 

2014 1.027 1.041 1.059 1.071 1.030 1.068 1.049 1.072 

2015 1.047 1.042 1.076 1.112 1.042 1.097 1.090 1.102 

2016 1.127 1.109 1.210 1.262 1.115 1.220 1.268 1.263 

几何均值 1.035 1.030 1.053 1.074 1.031 1.064 1.062 1.077 

 

 

图 2 2004—2016 年中国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从不同城市人口规模层级看,2004—2016 年超大及特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Ⅰ型大城市次之,而Ⅱ型大城

市 GML 指数最小。究其原因,市辖区人口规模 500万以上的城市大多具有人力资本储备优势、集聚经济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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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优势,同时在公众环保意识和环境政策执行力度方面都相对较强,这些都有利于特大及超大城市内的企业形成“共

享效应”和“学习效应”,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提升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时序变化趋势看,不同规模层级城市

绿色转型的起始时间存在差异,超大及特大城市从 2004 年就实现并保持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其他规模层级城市的 GML

指数均值在 2006 年开始出现正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6年前中小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于大城市,直到 2006 年

后Ⅰ型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优势才得以显现。可能的原因是,工业化阶段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大量工业企业选择在市

场容量较大的城市进行生产,而 2006年开始实施趋紧的环境规制迫使大城市重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产业转移不仅

发生在东中西区域间,同时也发生在不同层级城市之间。超大及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更倾向于转移到Ⅱ

型大城市而不是规模更小的中小城市,故而导致了从全样本时间段几何均值看中小城市的 GML指数反而高于Ⅱ型大城市。这也从

侧面说明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提高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无须盲目追求城市规模扩张,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

特点的特色化产业发展模式。Ⅱ型大城市在选择自身产业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应尽量避免因承接高污染产业转移而导致走上“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对于人口规模介于 300 万～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适度扩大人口规模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规模经济效应、

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拉动作用。 

 

图 3 2004—2016 年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从不同城市行政层级看,2004—2016 年城市绿色 TFP指数与城市级别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值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地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低于省级和副省级城市,这也从城市绿色发

展的角度佐证了国家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建立在城市绿色转型示范效应上的深远意义。进一步与上文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的分类情

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中小城市和Ⅱ型大城市中绝大多数是地级城市,这说明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不能忽视行政

等级体系下的城市级别,制约城市绿色发展的因素不能单纯着眼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城市规模背后的城市等级体系可能是更深层

次的原因。究其原因,城市能够提供更高的生产效率得益于两个优势因素,一个是区位及自然条件形成的成本优势,另一个是集聚

效应带来的正外部性优势。集聚效应的本质是降低成本,其中包括运输产品的运输成本、也应包括运输知识和创新思想的交易成

本。不同于西方国家城市大多通过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自发形成资源集聚,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资金、基础设施

投资到人力资本、先进技术以及优惠政策都存在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城市逐次分配的现象。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溢出、

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高行政级别城市更易于拥有完善的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集

聚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到更多的高端人才和龙头企业,激发城市集聚经济效应。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结合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 GML 指数测算中国 2004—2016

年 283 个城市历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成分,从总体特征、区域差异、不同城市规模层级和不同行政层级 4 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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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动力进行时空特征分析。研究表明:(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

3.5%、1.2%和 2.3%的速度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贡献相对不足。全国层面城市GTFP

在 2006 年开始显现增长趋势,而 2008—2011 年为对应金融危机而稳增长的同时损失了经济增长质量,2012—2016 年创新驱动战

略与环境规制政策下城市 GTFP 再次呈现增长趋势。(2)三大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指数

差异是 GTFP 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提升中西部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应缩小区域间环境规制梯度势差,注重技术、信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引导战略新兴型产业在中西部区域发展。

(3)超大及特大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 GTFP 差距呈现先缩小后

扩大的趋势。当前迫切需要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形成不同层级城市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中分工协作的城市产

业体系。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市场激励机制,挖掘绿色技术效率改进空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要凭借技术创

新驱动,还应重视对现有技术水平的能量进行充分挖掘。要围绕国家创新战略突破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加强专利及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建设,以具有技术合作、成果交易、金融支持功能的公共服务平台为着力点,形成转化思路清晰的科技创新机制。耦合

研发政策、专利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通过降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机会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增强绿色技术进步成果的产

业化和市场化能力,凭借从产品设计、生产流程、管理和营销模式全过程创新的绿色生产拓展技术效率的改进空间,将技术进步

成果有效转换为企业绿色制造能力。 

第二,改革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体系,逐渐消除环境规制强度区域势差。综合运用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和资源税等市场化多元

化的环境规制工具,以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模式取代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快

中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各地区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重点评估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采

用“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严禁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进入,有针对性地对高科技、低污染的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和奖励机制,避

免为达到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在城市层级体系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形成不同层级城市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产业空间格局。基于不

同规模层级城市和不同行政层级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潜能、人力资本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异,理应

选择不同的产业发展次序和模式。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区域经济联动性,促进城市层级体系中核心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上下

游产业协同集聚,发挥高层级城市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带动辐射作用,通过横向错位发展与纵向分工协作实现区域产业空

间结构优化,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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